
   

 

 

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 
 

宋德星 

 

【内容提要】在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建立在广泛共识之

上的基本道路选择、务实审慎的内外政策和一以贯之的战略耐心，无疑具有

头等意义，但同等重要的还有能够反映时代心理特质和现实情势、具有中国

情怀的大战略理论。特别是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

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关于中国崛起之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问题

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本上，就当今中国崛起

的理论建构而言，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

国的理性定位，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

的未来指向。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群体，均肩负着

重大使命，且核心工作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

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

略选择。当前，尤其需要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

来深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问题，使之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

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并能最终确

保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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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

并在国务活动家和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鸣。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和大战

略理论知识的功能之一，在于努力揭示特定的理论与观念如何影响人的世界

观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从而为政策行动提供指南。其中，就国际关系理论

而言，有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塑造着理论思考。一是现实世界总是不断提出新

议题；二是同一传统内部和不同传统之间的争论有助于判定不同议题带来的

挑战及其对学科的影响；三是其他领域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方法论影响，有

助于指明国际关系学的新方向。由于上述三大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

因此没有学者可以宣称自己的理论思考是完美的。“历史也不可能止步不前，

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总会面对新的议题，总会有新的方法可资利用，总会

产生新的洞见，总会有新生代学者去继续探求”。① 另一方面，对于国务活

动家们而言，尽管与学者们有着显著的职责分工，但理论思考同样意义重大

且不可或缺。对此，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指出，最应当谴责的，

是国务活动家们对外交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external relations）的理解不透

彻，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和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石（theoretical foundation）来支

撑其对外行为。② 因此，凯南在美国外交部门多年的官方任职结束后，感到

自己有责任帮助制定美国二战后的困难岁月里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为此需要

解决好两大问题：概念（concept）和执行（execution）问题，而概念就是政

策的理论对应物。③ 可见，在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

群体和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在这方

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陆续涌现出一些真知灼见。限于主题，本文将

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即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在理论建构

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与学者群体的功能定位与主要贡献；最后，从

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主题。 

 

① 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宋德星译，天津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1 页。 
②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3, 
pp. 95-97. 
③ Ibid., pp. V,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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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综

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在历经国际风云的激荡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越来越

成熟、务实和审慎，而且日益强烈地认识到，在追求世纪强国宏大抱负的过

程中，在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且其实践具有相当程度

的稳定性之后，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理论上，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

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那种马汉式的观念，即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

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战略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

当中，亦不可能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

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难以逐渐形成明智和

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① 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

利姆斯利的这一论断，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跨

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严峻考验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可以肯定地说，

当今中国需要一项世纪性国家大战略，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较敏锐地感知和

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感觉或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大趋势和

总体大格局，明了中国在该趋势和格局中的现有位置，辨识它们为中国提供

的未来可能和预设的未来限制。② 

换言之，关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知识（国际关系的

学术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它与大战略实践（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政策

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在系统思考世界的过程中，理论是必不可

少的。“我们有必要熟悉理论，因为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我们总是有意

无意地通过某组特定的透镜来观察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透镜当成是理

论。第三世界是正在发展还是欠发达？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是变得更安全了

还是更危险了？当今各国是更倾向于彼此合作还是竞争？单靠事实本身是不

① 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和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

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导言”，第 3 页。 
② 时殷弘、宋德星：《21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

管理》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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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需要理论的帮助。理论告诉我们哪些事实重要，

哪些事实不重要，也就是说理论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理论以某些价值

为基础，通常也包括我们想要世界如何的愿景。”① 当然，就治国方略来说，

我们必须熟知的战略理论知识有一项基本的内在要求，那就是：需要将国家

的战略必需转化为概念，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政的一般性知识，以此

开发、动员和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源，使之为中长期的大战略目标服务。 

就大战略研究而言，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进行明晰概念解释的，

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

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着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

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

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② 由于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

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

（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

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

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

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

相互之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

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③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显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明确指出，

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计算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

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计算、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同等的关注

——如果计算变得比被计算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

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④ 可见，

① 杰克逊、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 75 页。 
②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译，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9 页。 
③ 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3 期。

此外还可参见时殷弘：《战略集中原则与其重大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7 期；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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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

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需要明了

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

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次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 

这方面，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战略理论建构时，尤其需要把握以下

关键环节： 

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思想

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

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

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 21 世纪新的

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是如此。同

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初步具备了世界强国的一部分条件，但中国

还远未具备足够广泛的海外利益、足够强大的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和被承认的

世界性特殊权利（虽然就这一权利来说，世界某些重大问题被提交联合国安

理会，使中国得以作为大国参与处理）。这就决定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首

先必须符合这一现实镜像，不做挑战者。 

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当今时代，国际问题研究不仅需要

深刻关切外部环境对一国国内事务的影响，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大国的重

要性不是在于要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

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① 显然，只有大战略才能在确保外交为内政服

务的同时，眼光长远地认识到提供全球公益也是大国的基本责任，是一国外

交政策目标之一。就中国而言，在 21 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有赖于

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的国际贡献。用一位中国

官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

设者和贡献者。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完善，

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国今后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参与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73. 
① 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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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① 

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

曾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1）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

基础，特别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把权势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2）保持

地缘政治上的军力平衡；（3）管理开放的国际经济，这有助于维持全球范围

内的相对优势这一目标且无损国内长远利益；（4）倡导各种多边体制和制度

以组织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应对跨国问题和防止过度伸张。② 换言之，在大

战略理论思考和建构时，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关注，

并将大战略缔造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确保动态平衡的过程。 

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

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③ 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未来指向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谋

求当世界警察、全球银行家和道德家，中国的崛起基于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这就是“中国梦”。 

 
二、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决策者群体 

 

关于一国的理论指导，美国著名的大战略理论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这

样告诫人们：“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

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

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

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

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

① 戴秉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三个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0 年 12 月 6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774662.htm；另可参见戴秉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

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01207/16282003_3. 
html。 
②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242. 
③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94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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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① 

毫无疑问，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用以指导国家世纪性崛起的大战略理论

思想，是且首先是国家决策者群体的战略思想及其集体智慧，即毛泽东、邓

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等。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

“20 世纪下半期，在世界各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几经外交格局大调整的国家

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大国之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究其原因，除国际形势的变

化外，主要与中国的内部变化有关。”结果是，“在从新生的革命国家向成

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在不断发展，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同现在世界的关系在不断改变。”② 

显然，关于中国大战略理论思考的决策者群体，首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战略思考至今仍然影响深远。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

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正是在这一格局下，1949 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从

而开始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就是要从根本上

摆脱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列强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屈辱命运，维护和确保中国

独立自主和作为东亚大国的地位。显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

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甚至是武力较量，而这恰恰是对中

国人民是否真正站立起来了的考验。 

在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深深懂

得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而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深刻地揭

示了实力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弱国无外交”。对此，周恩

来总理有过这样一番论述：“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反对列强的

弱肉强食政策，但和这些人打交道，必须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

我们，就欺侮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③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对待战争的态度有两种：一是反

对，二是不怕。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对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强加在中国人

① 同上，“序言”，第 2 页。 
② 章百家：《从“一边到”到“全方位”——对 50 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变的思考》，载《中

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③ 张丁、张兵：《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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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头上的战争，要有所准备。要和平只能不怕战争，备战才能制止战争，止

戈为武，以战止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辩证法。他强调，只有对帝

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做了充分准备，必要时敢于同它们在战场上较量，并赢得

胜利，和平才可能被争取到手。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思想，新中国才一面

高举和平的旗帜，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一面敢于以战争来反对其他国家对

中国的严重干涉和侵犯。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有“一边倒”、“两

个拳头打人”和“一条线、一大片”等鲜明中国话语色彩的战略理论思想和

政策主张，并提出了“三个世界”格局理论，以塑造大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及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则启动

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指出：“世界在改变，

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② 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把改

革当作一种革命”。③ 不仅如此，这种革命还是世界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

事业，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

次成功的革命性尝试。在世界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

吃惊。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了自己合

适的位置。难怪有人惊呼，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

国。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 21 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④ 几

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

界 1/5 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将影响和改变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

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就是这场革命的世界性意

义。⑤ 与改革开放事业相伴生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真正不结盟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⑥ 的大战略思想主张。 

① 张沱生主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4 页。 
③ 同上，第 81 页。 
④ 张晓明：《印度未来经济优势在哪里？》，载《当代世界》2006 年第 8 期，第 43—45
页。 
⑤ 胡鞍钢：《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载《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3－247 页。 
⑥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作了如下解释：“韬光养晦，就

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

干，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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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所概括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经

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49 年至 1978 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

二阶段是 1978 年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大阶段我国的国际战略

虽然有内在联系，但是更有重大区别，其间实现了战略的大转变。”其中，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最大变化是把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斗争论改变为由我

为表率的世界和平发展论”。① 甚至有人这样认为：如果说 20 世纪止于 1989

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21 世纪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事业。② 正是这场革

命性的变革改变了中国，而改变中的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冷战结束后，尽管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③ 大战略缔造

的内在机理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其实施的外在

环境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务活动家们需要重点探讨后冷

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那

些大趋势，并特别强调后冷战时代有它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包括物

质和心理方面的特质。所以，在 21 世纪，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大战略理论思想

具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但同时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而催生中国大战略思想与时俱进的一大缘由，无疑应主要归因于中国的

世纪性崛起。早在 20 世纪末，《巨龙》一书的作者就指出：“在我们看来，

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经济。在下个世纪

的前半期，中国将在任何意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上都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日益崛起。”④ 

结果，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将

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 21 世纪？对此，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是：

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通知》，载《邓小平外交

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4 页。 
① 高放：《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9 期。 
② 马丁·雅克：《如果说 20 世纪止于 1989 年，那么 21 世纪始于 1978 年》，原载英国《卫

报》2006 年 5 月 25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 年 5 月 27 日。  
③ 大战略研究者威廉森·默里在其著作《缔造战略》一书中，至少列举了影响战略缔造的

六方面主要因素：地理，历史，政权的性质，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因素，政府和

军事体制组合方式等。见唐那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默里等编：

《缔造战略》，第 8－22 页。 
④ 丹尼尔•伯斯坦、阿恩•德凯基泽：《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孙

英春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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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世界”。2006 年 4 月，在“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中国外交

部领导详细阐述了中国所主张的“和谐世界”的内涵：“我们主张的和谐世

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

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

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

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

决”；“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

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相互借鉴、共同发展”。① 

2013 年 4 月 7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

步详细阐释了中国政府的基本国际态度，即：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

展提供不竭动力；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着力推进

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

广阔空间。他特别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

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

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

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② 当然，要实现“和谐世界”

这一伟大梦想，前提之一必须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③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家大战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同时追

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这几类根本价值。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中国是

① 《中国外交部副外长张业遂详解“和谐世界”内涵》，中国网，2006 年 4 月 2 日，http://www. 
chinanews.com/news/2006/2006-04-02/8/711326.shtml。 
②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

讲》，新华网，2013 年 4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 
htm。 
③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 年 3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17/c_1150554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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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富裕、社会公正、国家发展、世界和平的基本目标。”① 

而中国能否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世界，

亦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其核心

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

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很显然，中

国战略思想上的优势足以让她自豪。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领导人邓小

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战略思考更显深入，注重通过优化外在环境，

为和平、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创造有利条件。”② 而美国大战略理论家保

罗·肯尼迪也认为，虽然中国可能是大国中战略地位最差的，但在大战略的

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的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③ 

其中，就冷战后中国的大战略而言，最具有指导意义的不言而喻是邓小平的

外交思想。④ 实际上，在探究中国 21 世纪前期对外战略时，绝大多数学者都

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依据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论述来求得自己观点的

正确性。一位学者用这样肯定的口吻说：“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来自何处？

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⑤ 

 
三、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学者群体 

 

对各国政治家来说，要处理国家面临的多种多样的当代挑战变得非常困

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根本安全不受损害，决策

者们需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

① 戴秉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三个范畴》。 
② Gilbert Rozman, Chinese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2. 
③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

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439 页。 
④ 例如，在外交部 1995年 12月 12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钱其琛同志指出：“邓

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是新时期我国制定外

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见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

时期外交工作》，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另可参见 1999年 12月 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

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通知。 
⑤ 姜长斌：《试论中国的国际战略》，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 年第 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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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结构和走向，并以此思考和设想本国的道路。但问题是，“第一，那些

介入战略缔造的人，不管是国务活动家还是军队领导，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全

的世界上。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除了在最笼统的意义上，不知道其他国家的

战略意图和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一方的了解也往往有欠缺。第二，环境经

常迫使他们在最为紧张的压力下工作。当发生危机时，他们极少有时间来思

索和反省。于是，他们常常集中于狭窄有限的问题，而不关注大的、长期的

抉择……大多数人只是对事态作反应，而非塑造事态，使之符合自己的目

的。”① 对此，加迪斯指出，我们需要从目前心无旁骛的关注点折回去，从

长远的历史趋势——把我们带至现有位置的历史趋势——出发，去认真思

考。② 

对于一国的大战略而言，“没有长远的眼界……到头来就只是应付事态，

而不是塑造事态。”③ 正是因为大战略缔造与实施对于宏大眼界和把握长远

趋势能力的特有要求，学者群体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不仅如此，关于

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和国际关系实践之间，有着不言自明的天然联系，且重

要的理论观点都附有经验性的阐释，以揭示理论和实际事件（包括历史与当

今的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尽管这种关联性决定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导向间的

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和融洽的。可见，学者群体的理论贡献不仅有其内在必需，

而且有着坚实的基础。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群体的理论探究，著名学者王缉思曾有过这样的

论述：“就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外

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因此，观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就是从一

个侧面研究中国外交的过去和未来。”④ 当然，对于学者们来说，“不管其

复杂性如何，一项范式必须植根于对当前世界图景的准确看法，关于我们希

① 默里等编：《缔造战略》，“导言”，第 23 页。 
② John Lewis Gaddis, “A Strategic Checklis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Presentation to the 3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 October 19-21, 1998, 
Kongresshouse Zurich, Switzerland. 
③ David M. Abshire, “United States Global Policy: Toward an Agile Strategy,” in David L. 
Boren and Edward J.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pp. 333-334. 
④ 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

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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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促成并且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世界的想象，对我们国家利益和理想目标的健

全的认识，对危及这些目标之保护和促进的那些威胁的觉察，以及对我们自

己的权势和其他强国——无论其为友好国家还是敌对国家——的权势局限性

之现实主义的理解。”① 

就当今中国的崛起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意义尽管毋庸置疑，但其

局限也不言自明。这是因为，在学术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不同流

派不能以“对”或“错”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们都只代表着关于世界政治

的不同见解。在《谁的世界秩序：不平衡的全球化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

编者曾自问自答地说：“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国际关系学论战的中心议题。但没有一套公认的理论范式可以指引我们回答

问题并寻找答案。”② 

面对这种两难，作为学者群体又该如何去建构中国崛起所需的理论呢？ 

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 E.H.卡尔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曾指出：

“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顾他曾

经走出的黎明，并希望借助这黎明的微弱光线来照亮他正在迈向的朦胧未来；

而且，反过来，他对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和焦虑也激励了他对昔日一切东

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③ 

所以，历史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战略思想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一

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而且尤其有助于培养大战略意识。 

那么，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经验有哪些呢？一位研究者做了

这样的总结：第一，国际政治大格局的转变一般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而中国尚不具备干预这类转换的能力；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必然

是：走一步，看一步，利用矛盾，后发制人。第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

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第三，历史经验表明，

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大国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有

① Edward J. Perkins and David L. Boren, “Summary, Observation, and Conclusions,” in Boren 
and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p. 400. 
② Hans-Henrik and Georg Sørensen eds., Whose World O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 1. 
③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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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受这类因

素支配；面对变化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发展。① 

结果毫不奇怪，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学者群体理论建构的首要切入点，

便是关于多极化趋势的学理解读。换言之，在学者们眼中，多极化趋势的终

极政治意义在于：21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能为中国提供一次真正崛起的机

会。当然，在战略机遇期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和不利因素的

困扰。鉴于此，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第一，要坚持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第二，国际力量对比态势

将不会很快改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基本战略不能变，即邓小平同志讲的，

除非打世界大战，否则我们横下心来发展自己的决定不能变；第三，要恰当

界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中特别是要不当头，不把自己摆到与美国为首的西

方对抗的位置上；第四，要有所作为，以不失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社会主义国

家的和平外交本质；第五，在外交策略上，要坚持发展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

略伙伴关系。 

当然，在进行理论思考时，学者们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各异。在已有的诸

多成果中，既有大理论，又有中观和微观理论；既有纯理论范式的探究，又

有长时段的历史思考；既有对西方成果的引入和解读，又有挖掘中国特色理

论的有力尝试。尽管学者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认识差异，但在下述三个方面却

有着基本的共识： 

一是渴望从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理论认知高度，来思考中国崛起的

大战略理论。这方面，有学者通过研究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指出：

第一，近 500 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

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

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尽管“禅让”并不

意味着没有非武力型的斗争和冲突；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

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

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

学》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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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革原有的国际体

制。① 显然，这类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明示了探究中国 21 世纪外交战略选择的

根本意义之所在，即作为非西方新兴强国的中国，如何处理好与现世界秩序

领导者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大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这类研究深深

触动了中国学者此刻的关怀，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学术争鸣。 

二是从制度和认知出发，考察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如何用好现有的国际

规则。有研究认为，大体上可以把国际规则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管理、技术、

规格等“工艺性”层面；二是体制性和机制性层面，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和

安全有关的国际规则；三是与人文背景、民族心理或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些

国际规范，如人权。对于这些国际规则，中国对其了解和接受既是分层次、

有选择的，也存在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迅速提高认识、逐渐转变态度

的过程。显然，对第一类国际规则共识比较容易取得；而对第二类国际规则，

则有各种争议和态度；至于第三类国际规则，“似乎反对的意见更多于赞成

的立场。”② 尽管有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但用好国际规则无疑是中国作为负

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标尺，因而学者们

给与了持续的学术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热情。 

三是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即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层次来探究用以

指导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形态。在体系层次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应推行“搭

车”战略，该战略不是指依附于美国和西方，而是强调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

它首先意味着以顺应基本潮流的心态、认识和政策，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

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国际体制和遵从国际规范，尽可能迅速学会先进的技术、

管理方式、思想文化和国际行为方式。③ 在国家层次上，学者们一方面认识

到发展和处理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在东亚地区

面临着多项明显的“安全两难”局势，因而战略塑造能力至关重要，为此提

① 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5
期。 
② 王逸舟：《中国崛起与国际规则》，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 年第 3/4 期。相近的观点

还可参见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 
③ 见时殷弘、宋德星：《21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

略与管理》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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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深化睦邻外交等思想；① 在决策者层次上，除了强调

战略定力和战略创新的意义外，学者们尤为看重优化战略决策机制的重要性。 

总之，有关 21 世纪前期中国崛起的大战略问题，中国学术界呈现出热烈

的学术争鸣氛围。在成果丰硕的著述中，不仅有对中国外交的政策性解读，

更不乏严肃的历史概观和创新性的理论思考。虽然相关学术探究无不遵从国

家利益这一核心准绳，但由于视角和倾向各异，其观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

总体上，那些对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进行理智、严肃和审慎的历史思考和理论

探究的著述，都具有一种可贵的情怀，即深刻关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政

治中的伟大前程，以中国的安全、进步和强盛作为其思考和研究的首要价值

取向，因而格外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四、对当今中国崛起之大战略理论建构的再思考 

 

如前所述，就当今中国而言，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的世纪性崛起已是不

争的事实，同时与之伴随的，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为此，在深入

思考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实施问题时，尤其需要在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

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

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 

就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研究而言，人们不仅关注那那些令人振奋和激动的

重大国际事件及其引人入胜的细节，而且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概括性

的理论和命题。其中，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历

来为国际政治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其中，战争作为一种“为了达到严肃的

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② 结果使得经由两次世界大战后日益成熟和发

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学科，本能地将国际政治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即

① 事实上，美国已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形成一个有中国作为主角之一参加的东亚区域

或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对东亚的稳定和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宁有同样的意义。参见 Robert 
A. Scalapino, “Asia-Pacific: Looking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Boren and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 p. 96; George C. McGhee, “Optimism 
and Advice about America and the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bid., pp. 350-351; Richard N. 
Ha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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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谓的“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前者关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

国家的权势、生存与安全，关注于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其中特别是军

事安全问题，由此奠定了安全研究的一大传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安全

问题。所以，整个冷战时期，安全研究就是研究所谓的“高政治”。 

实际上，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还有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它囊括了

除军事、政治和外交议题以外的所有其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构成重

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疾病蔓延、

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国际海盗以及洗钱等等。显然，人们对非

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和研究并非仅仅肇始于冷战结束之后。早在冷战时期，

非传统安全观念及其相关研究就已经起步，尽管它还被笼罩在传统安全研究

的巨大阴影之下。这方面，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发挥了重要影响，并一直延

续到今天，即复合相互依赖理论、① 主要由环保主义者大力推动的有关全球

性议题的理论探讨，② 以及“贸易国家”理论对国家体系的二元划分。③ 

及至冷战结束后，安全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不仅安全在定义上出现了

宽泛化的倾向，而且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宽泛化解释

之必需，以至于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

全。而这恰恰反映出了冷战后安全研究的一大困境，即作为“焦虑时代的学

问”，人们急需新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指导解决紧迫的现实安全问题，那

些事关国家、民族、国民甚至是全人类共同体的安全问题。像国际社会的其

他成员一样，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

也需要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着的安全问题；不仅需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需

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重要的战略课题就是：是

① R. O. Keohane and J.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② Lester Brown,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Watch Institute Paper # 14, Washington, 
D.C., October 1977;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p. 123-29; Jessica Tuchman Mat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9, pp.162-177; Michael Clare, World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Norman Myers, Ultimate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3. 
③ R.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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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以及如何把非传统安全关切有机地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安全战略之中？

是否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就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国际治理，使之既保障国

家安全，又满足国际社会的安全诉求？ 

与安全认知紧密关联且意义同等重大的，还有国家利益问题。对此，著

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摩根索曾指出：“国家利益是一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的

折中与妥协，它不是一种可以抽象地和科学地予以实现的观念。”① 法国学

者雷蒙·阿隆也指出：“由于具体目标和终极目标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无法

给予‘国家利益’一个合理的定义……利益是无法自发地彼此协调的，这些

利益的相加也不能构成某种总体利益。”②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国家利

益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涵盖的内容相当宽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

将国家利益主要聚焦于安全、利益和威望三个根本方面。③ 

那么，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国家利益呢？当今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

米尔斯海默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运作的国家总是按照自身利益行动，

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道理

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从眼前利益还是从

长远利益来看，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一朝受损，可能长时间难以恢

复元气。”④ 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利益无比重要，其合理性仍要从人类基本

价值出发来加以判断。也即，人类基本价值是国家利益的源泉，是确定国家

权力运行方向的指南，比国家利益和权力要更为根本，也更为基础一些。按

照一项研究，这些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安全、自由、秩序、正义和福利。⑤ 

正是因为国家利益的非从属性与合理性双重要求，在具体的国家政策实

践中，便有了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就当今中国而言，尤其需要界定国家核

心利益，以便向国际社会明示中国政府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这类问题上的

坚定立场和政策取向。为此，中国政府于 2011 年公开宣布了国家核心利益的

① Hans Morgenthau, The Dilemmas of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68. 
②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pp. 91-92.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62
页。 
④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36 页。 
⑤ 杰克逊、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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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领域：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政

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① 尽管上

述阐述的原则性较强，但却符合国家利益界定的内在合理性要求，且有助于

中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战略解读和战略定性。 

无论是就国家安全保障还是就国家利益维护而言，它们最终仍有赖于力

量的运用。应当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连同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

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力量运用的限度。尽管 20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

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 4283 美元，排在世界第 95 位，

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

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论如何都还是一个人口

大国、经济小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没有大规模全面战

争的情况下，朝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努力，

决定了中国不会也无法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权势大争斗之中，这也就

决定了中国对力量运用的总体和平性质，即和平地积累、发展和使用力量。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关切与反应。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西方国家总是线性地妄测中国必然

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富于挑战性，并据此推断出中国是现世界领导者美国

的最具实力和潜能的“挑战者”。换言之，国际社会之所以高度关注中国，

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对中国对力量手段运用的关切。② 鉴于此，中国政府在

对外政策方面除了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外，还明确指出，尽

管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中国不当“挑战者”。恰恰相反，“中国

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③ 也就

是说，当今中国已经放弃了“对外政策第一”的理念，即不把参与国际权势

大争斗置于大战略思考的核心，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不争霸、不称霸。 

正是由于力量运用背后所蕴含的权力政治逻辑，④ 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载《人民日报》2011 年 9 月 6 日。 
② 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序言”，第 15 页。 
③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④ 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吉尔平就指出，一国的权力来自于它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

量，而它的威望则来自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实力以及该国运用其力量手段的能力和意愿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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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在战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有自己的关于力量运

用的基本方略，以统一认识，从而确保力量手段与大战略目标相一致。为此，

中国明确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力量运用原则。对此，西方国家

却妄断道，“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

谋诡计，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国际战略欺骗”，意在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

时机东山再起（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① 显然，这是无端猜

疑。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

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② 

总之，在世纪性崛起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第一，对安全威胁做细致

的界定，即谁或什么构成了威胁，是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是军事威胁还

是非军事威胁，是威胁到了国家还是国民，威胁是怎样实施的，是全球性质

的威胁还是地区性质的威胁，如此等等；同时要防止那种对安全威胁做宽泛

化解释的倾向，因为这会给人以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

家安全。如此，将严重干扰力量建设的方向。第二，对国家利益做细致的厘

清，即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对国家

利益不仅需要做细致的厘清，同时还需要就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取得广泛的

认同甚至一致，以便防止抽象地使用国家利益概念，特别是要消除那种对国

家利益作工具性解释的、严重违背战略理性的倾向。第三，需要对力量运用

的后果做细致的战略评估，其中特别是要把力量运用作为一个过程、一个长

时期的博弈过程来加以审视。只有基于这一标准，才能真正做好力量准备，

控制好力量运用的规模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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